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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老物件勾勒的“税事”春秋和家国“印迹”
本报记者刘书云、孙正好

　　“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位于关中平原
东北部、洛河沿岸的蒲城县，是陕西产粮第一大
县，号称“关中粮仓”。晚清时期，蒲城出土了国
宝级文物商鞅方升。方升所刻铭文“大良造鞅
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中
的“重泉”即蒲城。
　　商鞅方升是我国古代征税纳税的重要物证
之一。作为迄今为止商鞅变法的唯一一件实物
遗存，商鞅方升为当时田亩丈量、赋税征收提供
了有力保障，让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摆脱了纳
税之困，撑起了“虎狼之师”兼并天下诸侯的历
史进程。
　　洛水流千载，“税”月常留痕。2018 年 7
月，在国税、地税改革推进之际，蒲城县兴镇税
务所 10 万余份保存完好的“税事”老物件重见
天日，并于今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从 1949 年
的印花税票、1954 年的税务登记证到 1973 年
的农业税票、1994 年的国税、地税公章，这些
沉睡已久的珍贵史料，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新中
国 70 余年的税事春秋、家国“印迹”。

筚路蓝缕征税 巩固人民政权

　　“（新华社西北廿十三日电）西北人民解放
军继二十日解放陕西中部煤炭区铜川后，又于
二十一日收复铜川以南的耀县及以东的蒲城两
座县城……在解放蒲城战斗中，解放军生俘国
民党陕西省保安团第四旅旅长兼第十一专区专
员 赵 国 桢 及 保 安 团 正 副 团 长 以 下 约 一 千
人……”
　　这段新闻稿，刊发于 1949 年 2 月 26 日的

《晋绥日报》，简要报道了当时解放军攻克蒲城
的情况。对于当时久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猛于
虎”折磨的蒲城劳动人民而言，胜利的消息就如
同当地闻名遐迩的焰火一般———“飞红无限休
和象，散作人间满地春。”
　　据当时留存下的《蒲城县 1949 年支前工
作总结》，为了保卫新生政权，解放后的蒲城百
姓踊跃支前，妇女缝军鞋达到四万六千双，群众
共计向渭南车站运粮三万石，向华阴运粮两千
石，还动员了民工驮骡队一百六十头，随军前往
秦岭以南的四川成都，这些成为解放后蒲城税
收事业的开端。
　　解放战争时期，保障革命供给的重要而稳
定来源便是税收，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税和救
国公粮；新中国成立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
国民经济，加强国防、交通、农业、工业等各方面
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此时，“一穷二白”的
新中国，财政压力沉重。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
一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第一届税务会议上的讲
话稿显示，当时“全国财政困难，西北地区更甚，
全年预算有百分之七十的赤字”。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共和国第一代
基层税务工作者风餐露宿，开始了筚路蓝缕的
为国聚财之路。在一些较早收复的解放区，由
于还残存国民党特务、土匪等各种反动势力、反
革命分子，税务工作者甚至要“一手拿税票，一
手拿杆枪”，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
危险征收税款。
　　 1947 年从事税务工作的史兰庭在其回忆
文章《当年在敌人的扫荡下收税的故事》中写
道，1948 年春，国民党垂死挣扎，对山东部分
解放区进行疯狂反扑。“由于敌情紧张”，他们将

“所有账目、税款、票证藏在地道墙壁内”；4 月
中旬，“敌人开始拉网式扫荡”，“我们没有安全
的地方可去，天天跑到大洼麦地里度宿”；“我们
5 月 22 日遭敌人袭击，30 多名同志在地道战
中光荣牺牲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工商管理
所的 6 名同志也拿起了枪，与敌人浴血奋战，
英勇就义。”
　　为了保证税款安全，当时还设有专门的税
警团、税警队。据《1921 — 2021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记载，1950 年
6 月，广西税警黄纪和在奉命押运税款途中，遭
遇大量土匪伏击，战士们边打边撤，和县城武工
队会合后就地布置工事，展开反击。面对土匪
的疯狂反扑，当地税警战士战斗了七天七夜，联

合地区武工队大部队，最终歼灭了土匪，保证了
国家财产安全。
　　公文、票据、历年工作日志、各类生活物
品……在 10 万余份老物件中，有一张签发于
1963 年 12 月 5 日的税务检查证，领证人是今
年 85 岁的李进录。已经发黄的黑白证件照
上，时年 27 岁的李进录风华正茂。
　　“我是 1953 年到兴镇税务所参加工作的，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所有同志同住一间房
子，全所共用一辆自行车，是给所长上县里开会
和会计到县上报账用的，其他人下乡基本都是
步行。”李进录说。
　　来回几十里路，下乡征税时，大伙只能“风
餐露宿”。农村没有旅馆，群众居住条件有限，
很多税务员常常在各生产队用于看牲畜的茅草
屋中“凑合过一夜”，伴着牛叫声、马粪味入眠。
吃饭则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赶上饭点能饱
一顿，错过饭点就只能饿着”。
　　“我们当时吃的是派饭，队里安排到谁家就
到谁家。有的人家条件稍微好点，能吃个馍，吃
碗面；遇到条件不好的，只能啃两个红薯充饥。”
李进录回忆说，“不管吃得好不好，每顿饭我们
都要留半斤粮票和 1 毛 5 分的菜金，不能白吃
白喝。”
　　“一把算盘一本票，一路颠簸一路尘。”由于
当时部分群众纳税意识不高，税务工作者只能

“跑断腿，磨破嘴”。往往一个人跑十里八村，从
天明走到天黑，挨家挨户上门征收，雨天一身
泥，晴天一身灰。几分几角的税款，要拉半天家
常“绕着弯”要。晚上，还要点着油灯、打着算
盘，一分一厘汇总每一张发票。
　　国家税收的逐年增加，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社
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现在的年轻
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工作条件，但我们却习以
为常，其乐融融。”一些老税务工作者回忆道。

“麻雀”小窗口 折射大变迁

　　“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起源
于我国的算盘，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宋代名
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的柜台上，就
画有一架串档算盘。在现代计算器出现以前，
算盘曾在我国广泛使用。从“柴米油盐小黎庶”
到“江山社稷大朝堂”，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不
离算盘。
　　兴镇税务所的 10 万余件老物件中，算盘
最能拨动一些老税务工作者的久远记忆。曾
经，正是在这方寸之间，他们的手指挥飞舞动，
枯燥冰冷的数字霎时间欢呼雀跃，最终“珠响铿
锵账目清，收支两笔切合龙”。
　　“对于过去的税务工作者来说，能打一手好
算盘，是基本功。”现已退休的蒲城县老税务工
作者屈兆宏说，“不管上山还是下乡，我们每天
都离不开算盘，时时加减乘除，日日精打细算。”
　　令屈兆宏印象深刻的，还有用到“油尽灯
枯”的铅笔头。“上世纪 70 年代末，条件还很

差，物资也少，我们把铅笔从中间切成两段，
一支笔当成两支笔用。”屈兆宏回忆，“用到握
不住时，不能扔，怎么办呢？在笔尾绑上一根
筷子细的小木棍，接着用，直到完全用秃了，
才换新的。”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后，走出“蹉跎岁
月”的国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干劲勇追
潮头，中华大地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计算
器、油印机、传真机、电脑办公、手机 APP、网
上办税……不到 40 年，税务办公已经迈入
了电子化时代。如今的税务所里，预算员们
用手指轻点鼠标，五彩液晶显示屏上，各类数
据瞬间纷至沓来，分解、整合、叠加、合算，办
公软件自动就将表格和数据，齐刷刷地排列
出来。
　　粉坊 42 个、豆腐坊 37 个、纸坊 19 个、
香坊 11 个、炮坊 6 个…… 1956 年的一份

“兴镇税务所农村副业作坊统计表”，清晰地
勾勒出当时兴镇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后初步成
型的“产业结构”。
　　兴镇，位于蒲城县西 12 公里处，古称旌
仕坊，是古造纸术的发祥地之一。唐睿宗、唐
玄宗父子去世后，均葬于蒲城。受历代祭祀
文化熏染，兴镇逐步形成了以造纸业、香业、
花炮业为主的手工产业链。明清以后，蒲城
更是成为闻名全国的花炮之乡，民间流传“南
有浏阳，北有蒲城”，处在枢纽地位的兴镇也
成为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日用百货
的大型小商品集散地。
　　在晚清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下，兴镇及
所在的蒲城地区逐渐“一贫如洗、百业凋零”。
据《蒲城县志》记载，1929 年 9 月，人祸加上
天灾致使蒲城“荞麦、糜谷枯干殆尽，灾民荡
析流离，已饿死两万一千余人”。至当年 11
月，“人畜及树木鸟兽冻死无数，大部分农民
外出逃荒，生活陷入绝境。”“家田输税尽，拾
此充饥肠”，“当时农民不断发起‘交农’，出现
商人罢市”。
　　“根据我们整理的税收档案，解放前夕整
个蒲城县只有 3 家羊肉馆。对于好吃水盆
羊肉的蒲城人来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惨
淡的社会经济状况。”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雷
晓阳介绍。如今，同一个税收“窗口”，数据则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 年，兴镇税务所
税收总额达到 1072.3 万元，而蒲城全县的税
收总额约为 14 亿元，登记在册的羊肉馆已
超过 300 家。
　　放眼全国，1950 年到 1977 年，我国税
收规模从 49 亿元扩大到 468 亿元；1978 年
到 2012 年，这一数字从 519 亿元扩大到
100614 亿元；2020 年全国税收规模达到
154310 亿元。
　　经济腾飞、时代巨变之下，一些历经千年
的传统税种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蒲城

“兴镇‘税’月展览室”存有 1955 年的临商税

票、1960 年的屠宰税票、1972 年面向自行
车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票和 1973 年的农
业税票。这五个税种先后停征，已完成各自
的历史使命。
　　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农业税的全面
取消。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老税种，自春
秋时期鲁国实施“初税亩”起，农业税多以“田
赋”形式存在。从唐朝“两税法”到明代“一条
鞭法”再到清朝实施“摊丁入亩”，从“县官急
索租，租税从何出”到“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
不及明年饥”，农业税一直牵动着民生苦楚，
朝代兴衰。
　　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早在 1998 年 9
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就已成立；
2003 年 10 月，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 年
7 月，国务院明确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农业
税免征试点，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至 2005 年
全国累计已有 28 个省份免征农业税。
　　 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伴
随中国历史 2600 年的“皇粮国税”，就此退
出历史舞台，惠及全国 9 亿农民。
　　当时，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通高
99 厘米、重达 250 多千克的“告别田赋鼎”，
以此宣示中国农民的喜悦与期望。“我是农民
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
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
万代歌颂永世不忘。”鼎身铭文如此写道。
　　至此，历史彻底跳出了“历代税赋越改
革，农民负担越深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
农民迎来了种粮不仅不纳税，还可领取粮食
补助和农资综合补助的农业新时代。2020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31
元；2021 年，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之于民 造福于民

　　 1000 多年前的唐天宝十三载（754 年）
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墙，颓毁殆
尽”。住在都城长安的“诗圣”杜甫，因房屋倒
塌，生活难以为继。得益于奉先（今蒲城，唐
开元四年，葬睿宗于县城西北丰山，名桥陵，
改蒲城县为奉先县)县令的周济，杜甫将家眷
安置在如今的蒲城县杜家村。
　　天宝十四载（755 年），杜甫从长安出发，
过骊山，抵蒲城探亲，到家后方知幼子已被饿
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前已颠沛
流离多年、深感底层人民之苦的杜甫，激愤之
下在蒲城的陋室中写下了诗作《自京赴奉先
县咏怀五百字》，篇中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正是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横征暴
敛的真实写照。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之后数千年的税史

长卷中，底层人民积沙成塔，聚天下之财，但
结果往往是百姓壶倒悬，庙堂犹歌舞，税收不
仅未能造福普罗大众，反而成了统治者奢靡
享乐之源。1930 年，蒲城农村“大都十室九
空，饥民数目成千累万”。为了让群众有饭
吃，中共蒲城特支积极发动灾民，进行抗租、
抗税、抗粮、抗捐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取之于民”的税收，通过
社会主义建设“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让“人
民有好日子过”，尤其在反哺农业上，税收支
农惠农工作从未停止。
　　根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大量工作日志，
解放后蒲城县各基层税务所都有固定的支农
点，并将支农成绩作为每年工作总结的重要
指标。以兴镇税务所为例，1965 年该所“以
党家大队为点，协助该大队搞多种经营和发
展队办工、副业”，“年终帮助该大队实现工、
副业产值八万元，六个小队实现工、副业产业
七万元”。
　　助农任务分解上，当时也实行网格化管
理，即每名税务员承包一个公社，并蹲点包村
实施帮扶，协助社员发展生产，如“坡头公社
专管员刘志明同志帮助联兴三队种植十亩烤
烟，发展果园一个，并办好刷纸坊”“荆姚公社
专管员王建忠同志帮助原王五队种植二十亩
西瓜，十亩大葱，发展果园、粉坊、豆腐坊”等。
　　除了既定任务外，驻村的支农税务工作
者堪称一块革命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
有“帮生产队接生牛犊子”的，也有“给社员烧
火、抱娃”的。“在宝家寨六队，六十开外的贫困
代表病重想吃鸡蛋、饼干。专管员自掏腰包，
买了两元的鸡蛋、饼干，送给这位贫穷老汉。”

“马生义同志帮助联武大队规范开展多种经营
门路，并亲自到富平购买桑树苗 2400 株。”
　　栽桑养蚕、发展养猪、建设化肥厂、完善
水利设施……当时支农助农工作“想农业之
所想，急农业之所急”。今年 85 岁的李进录
至今还记得他们“背水润田”的往事。1959
年入秋后，蒲城县党睦乡一带遭遇大旱，入冬
后旱情尤甚。李进录和群众一道，凿开河道
里的冰，一块块背到附近的田里，抢救干渴许
久的庄稼。
　　“我们背的背，抬的抬，还帮社员深翻改
土，积肥送肥。”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下乡
时，除了带收税本，还会带一个拾粪笼，“下乡
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拾粪，到了生产队先把
粪交上去积肥，再去查账收税，主要是为了促
进农业生产。”
　　“税”月大变迁，家国换新颜。半个多世
纪后，蒲城县税务局干部樊磊跟他的前辈们
一样，依旧奔波在税收惠农的田间地头，不过
这次的战场是脱贫攻坚。夏收时，他得保证
贫困户的小麦颗粒归仓；每逢年关，他得操心
村里外出务工者是否足额领到工资。自 2017
年至 2021 年上半年，作为蒲城县税务局驻椿
林镇平峨村第一书记，樊磊吃住都在村里。
　　脱贫攻坚胜利后，樊磊的一些同事，继续
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有力支持了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规模不断扩
大，红利不断释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总规模达
7.6 万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
国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财政收支比较
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因时因势出台
了 7 批 28 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
规模超过 2.6 万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减负、
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
光。”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授时部所
在地，每天标准的“北京时间”正是从蒲城出
发，不舍昼夜地走进中华大地上的千家万户。
在这座五谷丰登之城，时间正在“税”事的不
断变迁中，既见证着蒲城“麦更香，仓更实”的
一地之新貌，也正记录着“国更强，民更富”的
大国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1921— 2021：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

　　（上接 13 版）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收藏着
三枚银元，是伯公凹交通站接待过的一位“客
人”留下的。一路上，这位“客人”化装成讲法语
的牧师、商人，前往红都瑞金。
　　“客人”由上海经潮州潮安而来。在开往潮
安的火车上，突遇查票员查票。同行的交通员
立即站起来挡住“客人”，同时把车票交给检票
员，三言两语岔开话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一
场可能的危机终于有惊无险化解。到达目的地
后，“客人”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
家’”。原来，他就是化名为“伍豪”的周恩来。

一门七忠烈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
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在约 3000 公里的交通
线上，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的伯公凹交通
站，凹字形土楼布满了岁月蚀刻的痕迹。这座
二层小楼在深山密林中，看似平平常常，却见
证了伯公凹邹氏“一门七忠烈”的悲壮故事。

　　伯公凹“一脚跨两省”，南为粤、北为闽。这
里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赤白
两区交界处。站在伯公凹，仿佛能感受到当年
敌我对峙的紧张。
　　 1932 年 5 月，邓颖超等人从上海出发前
往中央苏区。他们一行到达伯公凹时，一位叫
邹春仁的交通员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几个小
时。邓颖超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前不久，这位热
情的交通员，失去了两位至亲。
  原来，邹氏家族多人都参与交通线工作。
邹春仁的兄弟邹昌仁、邹佛仁在执行交通线任
务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接到消息后，邹春
仁悲痛万分，却仍坚定信念，誓要完成兄弟们未
完成的使命。
  然而就在同年冬天，邹春仁在护送苏区急
缺的一批珍贵电台时遭遇敌人突袭，为了给其
他同志争取转移电台的时间，他鸣枪吸引敌人
注意而被包围。邹家后人邹广敦说，后来曾叔
公邹春仁被国民党军队乱枪打得肠子都流到了
地上，家人们沿着崎岖小路“一路捡一路哭”。
　　多位亲人的牺牲没有阻挡邹家参加革命

的决心。邹春仁牺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邹
作仁、邹端仁陆续被捕牺牲。邹端仁因运送
食盐被捕后，宁死不交代盐的秘密。恼羞成
怒的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后射
杀，并在他的尸体上淋煤油点火焚烧。邹端
仁大女儿邹桂英回忆说，她去收尸时，父亲
已被烧成咸鱼干一样，自己此生便再未吃过
咸鱼干。
　　成为一名交通员，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
一切。出于保密要求，很多单线联系的交通
员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成了
无名英雄。
　　为什么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胆英雄们，宁
愿抛下个人性命，湮没于历史，也要义无反顾
地在这条隐秘战线上日夜兼程？烈士后辈这
样说———
　　邹广敦说，当地的贫农们被旧社会“三
座大山”压着，无立锥之地，最迫切的愿望就
是分田。直到红军来了，贫苦群众才有了田
地，有了饱饭吃，因此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请
求加入红军闹革命，巩固红色根据地的苏维

埃政权。
　　没有革命群众的掩护和支持，红色交通
线恐怕难以为继。走进今天的伯公凹，这个
不到 10 户人家的小村庄人人相熟，凡有外
人出现都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村民们选择告
密，不仅不用面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白色恐
怖，还可能得到一笔赏金。但即便冒着杀头
的危险，他们依然选择和共产党、红军站在
一边。
　　“中央红色交通线受到沿线人民群众的
大力支持和保护。”王盛泽介绍说，各地的交
通小站，大多设在饭店、客栈、杂货店这样人
员密集、往来频繁的地方。当地的堡垒户和
革命群众，不仅自觉保守秘密，还积极地为交
通站运送物资。
　　大埔交通站有两条专供运载物资的运输
船，有时货物多，就通知其他船工和群众帮
忙。“许多物资都要当地群众从陆路挑到目的
地，据说参加抢运担货的大埔青溪乡群众最
多时有 100 多人。”王盛泽说，当时交通站负
责护送，运输则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

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
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
来叫挑担。有的群众因为帮助运送物资被民
团抓捕，不愿交代秘密而遭杀害。
　　这条长达 3000 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
线，从 1930 年建立，一直坚持到 1934 年红
军长征出发之后，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
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
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
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 4 个省级苏维埃
政权，60 个行政县，总人口 453 万，党员总
数约 13 万人。
　　“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对党好。”红
色交通线长汀段交通员毛旭初之子毛伟先
仍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里，“当年父亲所在
的地下党支部以毛铭新印刷所为秘密联络
站。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人多次聆听父亲讲
述红色交通线上的经历。我们定会将当年
的革命精神化为家风，在红土地上传承延续
下去。”

  商鞅方升。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   兴镇税务所保存的 1972 年自行车完税证（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